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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志“真实性”的解构，使得民族志的“主观性”在学术讨论中逐渐获得承认。此外，学者与

土著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民族志作者为了代表土著及掌握学术话语权而使用的修饰技巧也逐渐被

揭露。20 世纪 80 年代人类学者对于民族志的反思，开启了民族志及文化书写成为分析对象的可能性。这

样的转折不但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题材，也为人类学者提供一种反思民族志的视角，创造

跨学科研究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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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外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 ) 已将民族志视为炙手可热的研究

对象，但在国内仍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 ( 吴宗杰 余华，2013) 。对于 CDA 而言，分析民族志

的重要性在于民族志是一种“体制化”的文本和语篇，它的取材、叙事方式、写作结构都有其

规范性，而它又有在学术圈内被创造出来的特定的交际性。从人类学迈向专业化的道路起，

人类学者自信地认为民族志是一套“客观地”描述异文化的方法，因此民族志具有“科学性”
及“真实性”，与虚构的文学作品相比有本质上的差异 ( Frake，1964) 。民族志的“科学性”提

升了人类学的学术话语权与社会声誉，不少民族志，例如: Ｒuth Benedict 的《菊与刀》(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以及 Margaret Mead 的《萨摩亚人的成年》( Coming of Age in
Samoa) 等，在某个程度上都影响了美国的国防、教育和文化政策。

然而，随着人类学界发生的几件学术公案，学者对于民族志的“客观性”、“科学性”及

“真实性”产生了质疑，科学民族志范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

学者开始反思民族志的本质与书写过程，他们警觉到田野资料的片段性、筛选性、诠释性、修
饰性，以及研究者、被研究者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 彭兆荣 谭红春，2009 ) 。特别是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起，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写文化》( Writing Culture ) 和《作为文化批评的

人类学》(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 等书从批判的视角重新检视了民族志的“科学

性”。民族志文本真实与虚构的边界被瓦解，民族志带有的“元叙事”的知识暴力也被披露

无遗，民族志从分析异文化反转成为被分析的对象 ( Kuznar，2008: 83) 。
民族志“真实性”的丧失及权力关系的揭露无疑为 CDA 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然而，

CDA 在进行跨学科研究，将民族志作为研究对象之前，应当思考研究的成果能否与人类学

界相互对话，如此跨学科研究才能为彼此开展更多探索的可能性。本文首先爬梳民族志语

篇的发展历史，说明人类学界如何反思民族志文本“真实性”以及田野工作者与土著报导人

的不对等权力关系，并且点出人类学界反思民族志的目的与未来的发展道路。接着，本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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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CDA 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建构一套分析的框架和策略，为 CDA 民族志研究与人类学反

思民族志搭建一座桥梁。

2． 反思民族志

民族志( ethnography ) 是人类学研究异民族的一套方法，它指导人类学者如何观察与记

录异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如何整理材料，以及如何书写成文本或制作成影像，最后呈现给学

术同行及政府官员。民族志在早期殖民帝国主义时期不过是官员、旅行者、探险家和传教士

造访异民族后所写的、具有异域情调的记录，其内容充满了惊叹、鄙夷等自我与他者之间的

文化比较，这个时期的民族志在本质上更像是日记、游记与档案。当时，不少“安乐椅上的

人类学家”从未亲历蛮荒部落，他们凭借着这些充满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文本材料，建构出

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文化进化论，人类社会以欧洲为标尺被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时代

( Morgan，1877: 11 － 29) 。
随着学科的建立，人类学走向专业生产他者的知识，发展出以 Malinowski 为代表的“科

学的民族志”( 卢晓辉，2000) 。Malinowski 要求人类学者掌握土著的语言，长时期与土著生

活并融入当地社会，民族志调查是由受专业训练的学者在场“客观地”经验、观察、访谈与记

录异民族的整体“社会事实”( 马林诺夫斯基，2002: 18 ) 。人类学者再依据民族志的材料解

释各民族相似或相异的文化习惯，并验证和构筑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生态、文化唯物与

族群性格等各种理论。民族志之所以科学是因为 Malinowski 为人类学者设下了几个能达到

客观的前提: 他们是语言沟通无碍、能放下自身意识形态及高度融入土著社会的个体，因此

受过训练的人类学者所书写的民族志必定能“客观地”和“真实地”表述与理解土著各种奇

风异俗，并在调查的过程中不致干涉当地社会文化的原貌 ( 高丙中，2005) 。这样，人类学者

就被塑造成一个“全知”的群体( Jules-Ｒosette，1994: 161) ; 他们有专业素养，亲自经历过土著

的生活，按照学术规范整理材料和写作，他们所出版的民族志被认为是既严肃且认真的作

品，与虚构的小说文学有本质上的差异 ( 徐新建，2009) 。为了证明作者的专业性，民族志总

是安排章节“修饰”作者如何不着痕迹地与当地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一部民族志作品若

缺乏这些表述，会被认为肤浅、不可信、甚至非专业的 ( 王杰文，2011) 。
然而，1967 年《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为人类

学界罩上了一层乌云。这本日记是 Malinowski 去世后，其遗孀整理出版的，里面记录着 Ma-
linowski 在田野期间的生活细节以及所流露的情绪与内心世界。从日记的内容来看，Mali-
nowski 违反了他自己设下的客观性目标，他厌恶、鄙视当地土著，甚至为了观看土著跳舞，以

烟草作为交换条件，而土著不合作的态度曾让他想“干掉这些畜牲”。他还在日记里写道，

“照我看来，土著的生活完全无趣和没有意义，它和一只狗的生活一样离我遥远。在散步时，

我决定当一件攸关名誉的事那样思考我在这里该做什么……我对土著的生活有一般性的了

解，也懂得一些他们的语言，如果我能设法‘记录’这些，我便会拥有极具价值的资料”( Mali-
nowski，1967: 167) 。Malinowski 的日记让学者不得不承认研究者在田野调查时试图调整

“主观”与“客观”视角的困难，以及田野工作人员的“在场观察”很难不影响当地土著的态度

与行为。甚至于，这里还隐含着土著缺乏主动性和话语权，任由人类学者观察、利诱和分析，

以及异民族的生活经验和田野工作成为学者树立权威和提高社会声誉的一种手段。
另一件著名的学术公案是 Freeman 对 Mead《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严厉批评。在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民族志研究

21

Mead ( 2001) 的笔下，20 世纪 20 年代的萨摩亚社会被描述为一个随和的太平洋热带小岛，

男孩和女孩能自由交往，因而这个社会没有青春期的逆反行为。Mead ( 2001) 随后在书里提

出人类青春期逆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非人类生理变化不可避免的结果。Freeman
( 1983)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人———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提出与 Mead 完全相反的

描述: 萨摩亚社会有森严的社会等级，土著重视少女童贞，有相当普遍的青春期逆反行为。
Freeman ( 1983) 还在书里指出 Mead 匆促的田野准备使得她不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和对当

地社会的基本认识，Mead 没有住在土著的家庭里，依赖的报导人不可靠; Freeman 论断 Mead
为了讨好其导师 Boas，支持其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因而 Mead 笔下描述的萨摩亚是“不真实

的”。Freeman ( 1983) 还强调“受过教育的萨摩亚人”要求他以人类学者的身份纠正 Mead
的错误。1988 年 Freeman 还应 Heimans 之邀，拍了一个纪录片，里面有一位妇女( 即 Mead
当年所访谈的小女孩) 解释:“我们女孩儿会互掐对方，然后告诉她( Mead) : 我们和男孩们出

去，我们只是开玩笑而她却当真了。如您所知，萨摩亚女孩是很棒的说谎者而且喜欢开别人

玩笑，但玛格丽特却认为那是真实的”( Heimans，1988) 。Freeman 的评论看似是替萨摩亚人

( 特别是他所认识的土著精英) 平反，为诠释萨摩亚文化取得学术代言权; 然而，值得更深一

层思考的是: Mead 与 Freeman 所观察的是否为同一个萨摩亚? Freeman 过度涉入土著精英

社会，他所理解的是更真实的萨摩亚，又或者是经过长期和西方人接触后的土著精英与

Mead 访谈过的妇女有意共同掩盖的萨摩亚?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公案，逼得人类学

界不得不重新检视 Malinowski 为科学民族志所设下的前提。
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民族志的反思弱化了文本“客观性”的要求，允许人类学者的

“主体性”经验，承认民族志的“真实性”只能代表部分真理( Clifford，1986: 1 － 26 ) 。人类学

者在场观察的同时，很难避免不受自身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筛选记录的材料，甚至

曲解土著的话语与文化意义，而民族志的叙事方式又难以让土著回应人类学者的观察。因

此，即便后来 Geertz 提出“深描”的概念企图完善诠释异文化的方法，但他也无奈地指出，民

族志毕竟是“描述者的描述，而不是被描述者的描述”( Geertz，1988: 144 － 145) ; 人类学的解

释只能近似真实，人类学者的反思“只不过是一个他者的伪装，都不能减轻我们( 民族志作

者) 作为权威的负担”( Geertz，1988: 140) 。部分学者在民族志解构之后接受了民族志只是

研究者依照自己的世界观筛选材料并建构出来的参照世界，“正如 E·萨义德在《东方主义》
中所说的那样，关于非西方社会的知识与学术话语是西方人自身先在观念与想象在东方的

一种投射”( 王杰文，2011: 50) 。
民族志“主观性”视角的确立标示着部分人类学者似乎放弃了民族志“真实性”和“客观

性”的价值追求，并了解田野工作中研究员与报导人之间权力不对称的事实。但仍有学者即

便承认民族志是“我者”观看“他者”的主观经验，他们还不愿完全放弃民族志通往真理的可

能性，因此设计了“反思自我”的篇章，使其在民族志语篇架构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元素。
从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的历史来看，有关民族志的讨论实际上是“本体论( ontology ) ”与

“认识论( epistemology ) ”两个层面的问题。民族志是否能代表“真实的”异民族文化是属于

前者的命题，而主体如何经验异文化并产生“真实的”知识( 不论是关于异文化或是作者文

化背景、意识形态的映射) 则属于后者。虽然经过数十年的讨论，民族志是什么，民族志产生

什么知识，以及如何书写民族志等仍然是人类学界所持续关心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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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为话语的民族志

从 CDA 学者 Wood 和 Kroger ( 2000: 19) 的“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Gee( 1996) 所

强调的“文化模式”( cultural model) 、或者 Fairclough ( 1992: 3) 的“三维概念”来看，民族志首

先是一种有交际功能的话语。民族志有特定的受众，有时民族志书写的受众还决定其内容

格式。费特曼( 2011: 89) 曾提出指导性意见:“针对学术性的、政府部门的、个人的、公共行

业官员的、医药业以及各种教育项目资助者的报告都要求有不同的格式和语言，以及要做不

同程度的抽象概括。”其次，民族志话语实践有一系列的过程。虽然，民族志的成果主要是文

本的形式，少数有影音资料; 但民族志的形成不仅仅是著述出版，还包括课程受教、田野实习

和调查、学术会议研讨、书信往来以及学术伦理监督等与形塑话语结构相关的活动。因此，

民族志 CDA 的研究范围不应只是民族志文本，还应包括话语实践的总体过程。这样的观点

既可以避免文本 /话语的二元划分，又比较符合 CDA 对于话语的定义。最后，民族志书写还

有特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提供政策制定之参考，也可能是学术上探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或

普同性。然而，民族志话语实践不仅有“中性”语用学上的意义，它还有社会及文化层面语义

学上的意义。Fairclough ( 1995 ) 的“意识形态 － 话语结构”( Ideological-Discursive Forma-
tion) 概念可用于理解民族志作者如何设计语篇来“安排和证明”自己的调查研究。这种社

会与民族志话语的相互影响可发生在学者、学派团体、社会成员和国家民族等不同层次上，

而每一个“语言社区”之间的动态关系又增添了民族志 CDA 的历时性研究需要。
语言学者固然可以从文本格式、语言风格和受众对象等因素分析民族志作品的话语结

构。然而 CDA 更重要的目标在于揭示语篇“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与权力关系”( 辛斌 高小

丽，2013) 。Van Dijk ( 2001) 认为，若要达到最终的目标，CDA 不能只是单纯地描述语言结

构，而应从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语言及话语结构。Halliday ( 1978 /2001) 也曾

经提出语言不仅是中性的、简单的表意行为，语言还有社会学意义，在词、句子、语篇结构上

都能赋予符号及象征意义，而这些符号与象征又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权力交错过程中所创

造出来的。因此，从民族志话语形成、实践与解释来看，民族志不但符合 CDA 对于话语的定

义，民族志话语与社会交错关系也是 CDA 的终极研究目标。
事实上，人类学者也曾阐述过民族志语篇与知识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Crapanzano

( 1986: 51) 曾把民族志工作者譬喻为赫尔墨斯并提出一个看法: 民族志就像是一个文化翻译

作品，在作品中人类学者只是权宜地描述所见所闻、解码信息并作出阐释。Crapanzano
( 1986: 51 － 52) 认为民族志作者通常假设有一个最终确定的解读; 然而，“他( 民族志作者)

不会承认一个悖论，即‘权宜的解释’居然支持了‘权威的呈现’。”此外，Crapanzano ( 1986:

52) 还提出一个观点: 民族志语篇从描述、解释到树立权威的过程中需要一个重要的话语元

素———让读者相信作者传达的信息是唯一的真相，而达到这个终极目标的作法就是利用各

种策略性修饰，其中包括了“生动叙述( hypotyposis) ”、“戏剧性描述( narrativity ) ”及“阐释

技巧( interpretive virtuosity ) ”。
Crapanzano 曾详细解释这三种修饰技巧，本文不作赘述，仅以 Crapanzano 批评 Catlin 的

“生动描述”为例，说明民族志作者如何借由修饰性话语，建构读者的信赖，并树立话语权威。
在 Crapanzano ( 1986: 54 － 60) 看来，Catlin 对曼丹( Mandan) 印第安人欧吉帕( O-Kee-Pa) 仪

式的“生动描述”混淆了曼丹人和 Catlin 自己的经验，他栩栩如生地把自己的视觉经验传达

给读者，将读者导入场景中，让读者相信 Catlin 描述曼丹人在被虐式的欧吉帕仪式中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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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是真的( 虽然他自己并没有亲自体验仪式的痛苦) 。Catlin 浪漫主义式的文风显然抵触

了人类学研究的现实主义目的，Crapanzano ( 1986: 58) 评论道: “现实主义要求文体上的节

制，而对于 Catlin 来说，这种节制却会妨碍他的可信性所依赖的生动性描述。”此外，为了强

化曼丹人民族志的可信性，Catlin 在开始描述欧吉帕仪式前提到“我随身带着写生簿”，以及

他不忘让其他学者 ( 如 Kipp、Crawford 和 Bogard 等) 保证他关于仪式描述真实性的证言。
从 Crapanzano 的分析可以看出 Catlin 如何借由修饰性话语使读者确信作者的诠释为真，以

及民族志作者如何用他的视角概括所有土著的经验，仿佛他就是代表了土著。难怪在一些

非正式的信件中，Catlin 由奇怪的欧吉帕仪式推论曼丹人的起源，认为他们曾经接触过基督

教文明，甚至是威尔士移民，所以曼丹人才会有着与基督教救赎仪式相似的欧吉帕仪式，这

为欧洲人传播福音提供了正当性的说法。Catlin 还在另份书信中写道:“如果他们愿意在这

些如此远离边境的污浊和肮脏的罪恶的人当中引进犁铧和他们的祈祷的话，他们将很快就

能够看到……在美洲荒原的中心造就一个文明而信奉基督的( 因此也是能够得到救赎的) 野

蛮人的民族( 转自 Crapanzano，1986: 59) 。”从这些书信内容可以更明确地理解 Catlin 为何选

择描述欧吉帕仪式以及意识形态( 传播福音) 和权力关系( 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 对于

话语形成的影响。

4． 写文化: 民族志的权力意识形态

虽然民族志所记录的人物与场景相对于文学小说来说较为真实，但我们很难排除民族

志作者在筛选内容( 不论是聚焦、评论或回避话题) 和设计修饰性话语的过程中不带有任何

政治性目的。至少，从 Malinowski 的日记以及 Freeman 对 Mead 的批评来看，他们希望利用

土著有用的资料树立学术权威以及成为土著代言人的企图是明显的; 而 Catlin 撰写民族志，

目的是为福音传播提出合理性辩护也是昭然若揭的。
作为一种知识，以及这种知识所建构的真理，民族志也适合借鉴 Foucault 分析话语和知

识权力的途径。对于 Foucault ( 1972) 来说，权力就是知识，以及知识所构筑的真理。权力不

是有形的、固定不变的及可以掌握的实体，它不是能动性也不是结构，它是一个贯穿整个社

会的能量流( constant flux ) ，知识只是它外显的一种主要形式。知识无所不在，因此权力也

无所不在。一个社会机构( 如疯人院) 宣称他们掌握某种知识与真理，并依照一套标准判定

你我的行为是否正常，是否需要被治疗，这样就是权力的展现 ( Foucault，2006) 。Foucault 更

进一步地把知识、话语和权力串连在一起讨论，他认为真理和知识只在特定的框架中具有真

实性，真理重要的不是它如何被发现，而是它如何以话语的形式传播开来。因此真理的真实

性就是话语的真实性，分析话语的历史就能了解真理、知识和权力的演变。由于话语的组成

包含逻辑、句法、语意和价值判断，这些都是权力可以嵌入的地方。Foucault 的几个主要概念

勾勒出了权力—话语—知识—真理—公共机构之间的有机组合，并可为民族志话语分析提

供理论性视角。

5． 结语

科学民族志“真实性”的解构以及学者对于民族志“权力关系”的反思使得民族志的政

治性和修饰性隐喻逐渐被揭露，这样的发展契合 CDA 的研究目标。因此，民族志适合成为

CDA 的研究对象，并可为 CDA 拓展研究范围。从跨学科学术合作的现实意义来看，CDA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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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人类学民族志调查的层面不在于解决民族志真实性的本体论问题。CDA 应该从认识

论的层面揭示民族志话语生成与解释过程中作者如何用修辞的技巧达到政治性隐喻目的，

以及意识形态如何借由话语实践逐渐形成知识、真理，并成为公共机构所遵守的范式，甚至

于影响各种医疗、教育、文化、科学和经济发展政策。另一方面，爬梳人类学界内反思民族志

真实性的历史可让 CDA 学者了解民族志话语的特性、目的和发展历程，为分析民族志提供

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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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siting the Tenets of CDA: A Discussion of Three CDA Ｒelated Questions，p． 1． TIAN
Hailong

To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us quo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CDA ) in
China，this article challenges certain view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of CDA with Systemic Func-
tional Linguistics ( SFL ) and with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 PDA ) ． It also discusses issues
of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of CDA in researches in various fields． In so doing，it highlights
the point that the tenets of CDA need to be further confirmed，which are basically 1) exploring
the function of discourse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life，and 2) this exploration is based on sub-
stantial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ext and talk．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Whorf，Bakhtin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p． 10． XIN Bin
Though rarely mentioned or acknowledged，critical linguistics ( CL )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CDA) have been heavily indebted to Whorf and Bakhtin's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ideology，which include ( 1) language is saturated with ideology and different ways of speaking
represent different analyses and views of experience; ( 2 ) varieties of language reflect and ex-
press differences in social structure; ( 3) language use is a social practice which is not only a re-
flection of society but also an essential part of social process; therefore，( 4) language and its use
are socially constitutive as well as socially constituted． 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relate CL and
CDA to Whorf and Bakhtin's relativistic view of language，thought and society along those lines
mentioned above．
Key Words: linguistic relativity ; heteroglossi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Ｒesearch of Ethn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p． 19． YANG
Xiongduan ＆ DING Jianx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ethnographic reality leads to the recognition of ethnographic subjec-
tivity in academic discussion． Besides，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 between scholars and indige-
nous peoples，along with ethnographers' rhetoric strategies for holding discursive power in acade-
mia are disclosed． Anthropologists' rethinking of ethnography in the 1980s opened the possibility
of ethnography and culture writing as analyzed target． This transition has not only provided criti-
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new research topic，but also provided anthropologists a new perspective
of ethnography，which creates the opportun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thnographic reality ; discursive power in Academia; inter-
disciplinary research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Around Low Carbon Economy in British Mainstream News-
papers，p． 25． QIAN Yufang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reports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British mainstream newspapers
since 2000． In order to observ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different peri-
ods of these newspapers and explore the social reality reflected by the mediated political discour-
ses，this research merges the methods of corpus and discourse studies． It is found that mediated
political discourse is the outcom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wo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discourses，i．
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media discourse． The agenda of low carbon economy set in these news-
papers effectively conveys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voice，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public low carbon awareness．


